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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“革命样板戏”京剧《红灯记》也和其它的样板

戏一样，不是一开始剧本就定型下来的，它最初的名字也

不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(红灯记>。(红灯记)故事雏形来

自于一个Dq(革命白有后来人>的电影文学剧本，电影剧

本最初发表在1 962年九月号(总第四十八期)的《电影文

学)上，又名《红灯志>。<电影文学>为月刊，由长春电影制

片厂“电影文学”编委会编辑出版。①之后，1963年由长春

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执导将其搬上大银幕，拍摄成电

影<自有后来人》。②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广受好评。因此，

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和各个不同的剧种都纷纷借此机会

改编此剧，将其搬上戏曲舞台。其中哈尔滨京剧团在将其

搬上舞台的时候，恢复了剧本原名，其他的有的取名<红

灯传>、有的取名<三代人》、有的取名《一份密电码>，而中

国京剧院的改编本和上海沪剧均nq(红灯记》。后来在文

革中成为样板戏的<红灯记>，就是以上海沪剧<红灯记>

为底本并且参照了哈尔滨京剧院的京剧<革命自有后来

人>并由中国京剧院进行改编的。这个剧本在改编中可谓

“一波数折”，最初在电影《自有后来人》获得好评之后，许

多京剧院团改编了此剧，纷纷搬上舞台演出。1963年2

月22日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在红都剧场观看了由凌大

可和夏剑青改编的，由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《红灯

记>。在观看了沪剧《红灯记》之后，她就有意将此剧加以

改编。据她后来说：“对这个剧本，我是既喜欢，又不喜欢。

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写了好几个英雄人物；不喜欢它，是因

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，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。

可是，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，感到还是爱华

剧团的本子好。其他有的剧本，对人物简直是很大的歪

曲，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。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

国京剧院。”③此后，在1963年11月的某一天，江青亲自

在中南海召见了中国京剧院总编剧阿甲，落实她在之前

10月份经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

长的林默涵交给阿甲的沪剧剧本<红灯记>是否可以被改

编成京剧的情况。同时在座的还有京剧演员袁世海、李少

春、杜近芳。这一次她亲自将沪剧《红灯记》剧本交给阿

甲，并要求其以此为底本将之改编成现代京剧。从这一段

史实我们不难看出京剧(红灯记>剧本在还没有定型的时

候，其实就已经受到了来自江青的“高层”的关怀，而江青

身后所站立的人物及他所拥有的一言九鼎的权势和地位

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。后来《红灯记》剧本在最终成型之

前所经历的数次波折，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。可以这

样说，革命样板戏<红灯记>剧本的最终得以完成，时代整

体的政治文化氛围所提供的文艺理念的作用和某些“大

人物”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在某些时候，一些个人所

起的作用甚至是更大的。而另外一些时候，两者又可能是

紧紧纠缠在一起，让人无法截然清晰地把二者分开。

早在1 942年，毛泽东就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

讲话》里明确强调了他所认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：

“在我们，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，而是为人民的。”“我们

的文艺，应该为着上面所说的四种人。我们要为这四种人

服务，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，而不能站在小资产

阶级的立场上。”④作为延安时期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

之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，《讲

话>的地位毋庸置疑，它对之后文艺工作的指导性作用也

是不容怀疑的。这种指导体现在延安时期和1949之后

的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。而在戏曲方面，因为毛泽东个人

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偏爱，也使得它所受到的重视是空

前的，这样，在京剧改革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及毛的文艺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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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所起到的作用有时候是决定性的——有时候可能不是

其亲自出面进行干预。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，作为革命样

板戏“排头兵”的<红灯记>在修改的过程中才会因主创人

员和上层的龃龉而波折重重。

<红灯记>最原始故事来源的电影剧本(革命自有后

来人>的故事情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：在日本占领东北的

1 939年抗日战争时期，龙潭城的地下党员李玉和及母亲

李奶奶，女儿李铁梅一家三代为了执行传递地下党密电

码的任务而与日本宪兵队的队长鸠山英勇斗争，最终全

部牺牲。这个剧本在1 963年拍成电影之后，其中李铁梅

的结局略有改动，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骗过叛徒王巡

长，取出密电码，与游击队派来的张大爷会合，张大爷将

铁梅带到游击队驻地，这样，铁梅终于完成了奶奶和父亲

未完成的革命任务。故事的结局似乎还算圆满，没有原始

的电影剧本那样悲壮。

(红灯记>京剧剧本是来自沪剧剧本，在通过对两剧

本的比对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沪

剧剧本的故事情节和电影剧本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的，

也非常地富有传奇性，例如，在结尾处理李铁梅怎样送出

去密电码的这一个情节时，就采用了李铁梅在地下党的

帮助下，处死了叛徒王连举。然而，他们立即在陷入日本

宪兵包围。此时，北山游击队司令部的游击队员所假扮日

军哈尔滨关东军司令部军官正好“及时”赶到，骗过日军

小伍长，在鸠山到来之前，安全接走了李铁梅和地下党

员，顺利拿带走了红灯和密电码，并且留下了一封信，羞

辱了鸠山。这样的安排，在情节上可以说是十分引人入胜

的，这大约也是在众多的(红灯记>改编剧本中，沪剧剧本

更为出类拔萃的一个原因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另一个方

面，当时的上海爱华沪剧团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，

集体经营的小型剧团。“爱华沪剧团与其他成为国家宣传

机器的国营剧团不同，一直靠票房为生，50年代末期，他

们还在演西装旗袍戏，在改编演出<红灯记>之前，他们还

在演出<少奶奶的扇子>这样有较高票房的资产阶级生活

情调戏。’@可以说，对于爱华沪剧团这样一个视票房收入

为生命线的剧团来说，戏剧情节的曲折和动人是必要的，

必需的，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观剧需要，他们才能够把观

众吸引到剧院里去，他们的票房才有保证，他们的收入也

才有保证。反之，如果没有票房，他们就没有经济来源，他

们的剧团也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，他们的演职人员就没

有办法生活下去。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，他们似乎更加地

符合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的做法。然而，这在当时毕竟不

是一种普遍的情况，当江青要借此剧来实现他或者更高

层的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意图时，沪剧(红灯记>的这个

有些传奇的故事架构显然是不行的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

江青在接触到这个本子之后会说“对这个剧本，我是既喜

欢，又不喜欢”⑥的原因了。虽然还有强烈以情节取胜的传

奇剧的底色，但是，沪剧<红灯记>与后来的京剧(红灯记>

相比较而言，已经雏形初具。在沪剧中，红灯的象征意义

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凸显：红灯是共产党形象的象征，革命

精神的象征。而且，在这个剧中，<痛说革命家史>、<赴宴

斗鸠山>和(刑场斗争>三场已经上升为这部戏的主要场

次，这样的结果是使这样的以抗日为背景的剧作的内在

东西被阶级斗争的内容所充塞了。至此，中日之间的“民

族矛盾”已经完全可以置换为“阶级矛盾”了，“民族矛盾”

也就事实上成为了“阶级矛盾”。而原来在电影剧本中就

有的，颇富于传奇的“异姓成一家”这样～个家庭，它的意

涵更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越发地显出其阶级色彩的浓

厚——套新的阶级伦理已经完全地取代了传统的家庭
亲情伦理。述及此处，我们已经可以说，在沪剧<红灯记>

这里，它已经完全能够承担起回应当时“千万不要忘记阶

级斗争”“阶级斗争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的“革命形

势”了。而下一步留给中国京剧院的编剧翁偶虹和阿甲们

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它改编成更具广泛影响力和艺术上要

求更高的京剧了，这种改编在当时的情势之下，可以说阿

甲们所要做的是要在艺术上使之更加的“完善”，当然这种

完善是以更利于所谓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接受为准则的。还

有，在那个时候，<讲话>的“铁律”也是任何人不敢稍有偏离

的，更不要说违背或者歪曲了。更何况<红灯记>主要的改

编者阿甲本身就是来自延安解放区，更不会对<讲话>的精

神有任何的突破了。只是对于他来说，想保留些许艺术的

东西，最后在改编的时候也已经成为不可能了，这也是他

后来屡屡和江青发生矛盾的原因。

这个戏的背景是抗日战争，从根本上来说，这其实是

一场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战争。但是，

毛泽东曾经说过“民族斗争，说到底，是一个阶级斗争问

题”⑦。“在民族斗争中，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

现的。”⑥而且，在实际上，强调阶级斗争，还是当时的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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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斗争为纲”来加上注脚。这些观念在<红灯记>里很多

地方都可以找到，在<红灯记>的一九六四年演出本和后

来的一九七O年五月的演出本里“穷人”“穷苦人”出现有

十多次，这些词在<红灯记>后面两个本子里可以说是作

为“关键词”而出现的。本来，在<自有后来人>里这方面还

没有得到突出，后来是逐步得到加强的。在“一九六四年

本”和“演出本”里的第五幕里都有李铁梅的这样的唱段：

“听罢奶奶说红灯．

言语不多道理深。

我看到：爹爹不怕担风险。

表叔甘愿流血牺牲。

他们到底为什么．

为的是救中国、救穷人，打败鬼子兵。

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．

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’’⑧

同样，修改之后的“演出本”的剧本的唱词于此也相

差不大：

“听罢奶奶说红灯．

言语不多道理深。

为什么爹爹、表叔不怕担风险?

为的是：救中国、救穷人．打败鬼子兵。

我想到：做事要做这样的事，

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”o

这里，打败鬼子兵所解救的本应该是中国和所有被

日本压迫和奴役的中国人，毕竟民族战争是一个民族求

得解放的战争，不论穷人富人都应该从侵略者的铁蹄之

下被解救出来。然而，在剧中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是显然易

见的常识却被巧妙的置换成了打败鬼子兵所解救的是

“穷人”。“富人”是不是配得上被解救?那可能就要另当别

论了。当然，估计阿甲这些编剧们当时不会或者根本也不

敢想到这样的问题的。在所谓的富人和资产阶级是进行

革命和斗争的对象的时代里，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解放，

即便是民族之间战争意义上的解放也不行。还有一点需

要指出的是，这一段唱词里小铁梅说：“做事要做这样的

事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”这些唱词由一个本应该是处于

天真烂漫年纪的小姑娘来唱出来，其意义也是耐人寻味

的。这样年纪的孩子本应该是有着如花的青春，做自己想

要做的事情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然而，她的面目在剧中是

作为“革命接班人”来出现的，她不会，也不可能有自己选

择和决定命运的权力，她今后的人生就是挑起“革命的重

担”，李奶奶的话就是这样定位李铁梅的角色的：

“看起来你爹爹此去难回返．

奶奶我也难免被捕进牢房。

眼见得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肩上。”@

这里，似乎“革命接班人”的角色是天然的由李铁梅

来承担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，而她所承续的这样的使命

的正当性就是“红灯精神”，即“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II，

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，<红灯记>所要传达的不仅

仅是一种阶级的和斗争的理念，而且，这样的理念还是要

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的，铁梅所说的是：

“祖祖孙孙打下去．

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。’啦

可以想见，在文革的时候，有多少如铁梅那样的少年哼

唱着这样的唱段，也要祖祖孙孙的“打”下去，“斗”下去呢!

在<红灯记)中对于民族和阶级矛盾转化诠释最为精

彩的莫过于<赴宴斗鸠山>一幕，这是代表共产党员形象

的李玉和和代表日本侵略者的鸠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，

也是一场针锋相对的交锋。因此，这一幕的设计精心程度

历来是为人们所称道，正因为这是在艺术上比较精到的

一幕，所以它也更容易被人们所铭记，它所传达的阶级理

念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觉问深入人心，其实这在置换民族

矛盾成阶级矛盾方面是比较巧妙的。在这一场中，鸠山想

用当年他和李玉和在东清铁路上一起给俄国人做事的共

同经历来套近乎，试图以此来拉近和李玉和的关系，以便

他“劝说”李玉和交出密电码。当然，就我们一般人的欣赏

习惯来看，一定也可以预测到鸠山这样做的结果。但是，

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李玉和如何和鸠山斗智斗勇，最

终击败鸠山，那还是无法逃出一般的民族矛盾和敌我矛

盾的窠臼，在这里，如何展现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英

雄的本质是最主要的，而展现的途径当然是与阶级敌人

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了。剧中最为凶恶的敌人当然就

是鸠山，鸠山曾经是一名在俄国人手下工作的医生，那时

候李玉和同样也在俄国人的铁路上工作。本来二人在某

种意义上有同一种境遇，是旧相识，不用有什么太大的冲

突。但是，用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之后，他们就拥有了不同

阶级身份，应该有不同的阶级立场。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

便有了很大的张力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了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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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个大喊“兴无灭资”的年代，这绝对是一对可以制造戏

剧冲突的关系。果然，在<红灯记>“一九六四年本”和“样

板戏本”中这一点都被刻意地突出了。在“一九六四年本”

中李玉和和鸠山刚刚一见面，李玉和就突出了他们的阶

级身份的区别：

“李玉和：(脸是笑的，话是凉的)噢?那时候，

你是日本阔大夫．

我是中国穷工人．

咱们是‘两股道上跑的车’．

走的不是一条路啊!

哼⋯⋯”@

在“样板戏本”中里，这一段几乎被原封不动的搬过

来，差别只是很细微的：

“噢?那个时候．

你是日本阔大夫．

我是中国的穷工人．

你我是‘两股道上跑的车’．

走的不是一条路啊!”@

这里细微的区别不过是把“咱们“改成了“你我”，其

效果应该是使李玉和和鸠山的阶级界限更加地分明，更

加突出两个人是“两股道上跑的车”。如果我们对比沪剧

中的这一段，后两部戏中“穷”“阔”人的分别更明确，李玉

和的“穷人”的立场也是更坚定的：

“这完全是两回事。

那时候你是有名的大医师．

我是一个穷工人．

挨冻受饿过日子。

我与你天南地北背道驰．

两个轨道跑车子。

不敢高攀愧难当。

与你高低相差太悬殊。’’@

这个沪剧中李玉和的唱词显然是没有唱出无产阶级

的那种“豪迈”气概，甚至还有些自卑，因为自己的“穷出

身”而感到羞愧。当然，这样是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光

辉和高大形象的。所以，在后来的改编的时候一定要删去

这些的，而且要让“穷”成为李玉和的一个优势，成为他的

一个阶级“标签”。这样的改编，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普遍

的潮流和趋势，郭小川就认为：“在这个戏里，表现的虽是

民族斗争，但也只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它、反

映它，才能把握它的本质。”@而中国京剧院的改编者认

为：“剧本反映的这场斗争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战士与日本

帝国主义的斗争，这不仅是民族斗争，而且是阶级斗争。”@

上海爱华沪剧团在观看了京剧<红灯记)后，也对京剧的

改编表示佩服：“京剧《红灯记》处处紧扣李玉和这个人

物，事事以他为中心，把他推向矛盾的尖端，特别是用阶

级分析的观点将原剧的民族矛盾升华为阶级矛盾，贯串

了阶级斗争的红线，更似明珠除尘，显示了这个人物的夺

目光彩。”o从上面例举的事实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当时的戏

剧艺术的从业者对这种将民族矛盾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矛

盾的方式呈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做法是完全认同和欣赏

的。可以说这种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巧妙地“移花接

木”式的嫁接是非常成功的，但是，这部戏里还涉及到中

国人十分重视的骨肉关系和亲情伦理方面，这处理起来

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可是，在《红灯记>中编剧们也使用

一些“技巧”，将骨肉关系和亲情伦理“阶级化”了。

在(红灯记>中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“三姓一家”：

三个不同姓氏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，并且在一起生活了

十七年，没有丝毫的破绽，如果不是最后横生变故，他们

似乎还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。那么，维系他们在一起生活

的纽带是什么呢?传统中国里，家庭或者家族一直是组成

社会最为重要的单位，人们生活在一起所赖以联系的纽

带是相互之间的血肉亲情和伦理关系，民间有俗语所谓

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，”野鸡不打满天飞，家鸡打的

团团转”，都是这个道理。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“亲属

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”@。而生

育和婚姻都是在家庭内所完成的。因此，可以说家庭是社

会关系网上的一个个节点，不论横向还是纵向，每个人都

无法逃脱这个巨大的无形的血亲和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

一套伦理秩序。可是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更

加“现代的”，以“阶级论”作为其理论指导的“现代”革命。

列宁认为：“所谓阶级，就是这样一些集团，由于它们在一

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

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。”@从这个对阶级的定义中，我们

看出阶级的概念和中国传统的血亲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矛

盾：阶级是以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人们的所属的集团的，

然后再规定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i中国传统的血亲

关系规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血缘关系来看待。

因此，经常可以见到的是，父子兄弟之间的经济地位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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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板戏《红灯记》剧本改编中阶级理念的运用

能是很悬殊的，但是，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的亲情和伦理关

系。而如果以阶级来对他们区分，他们可能是分属不同的

阶级，彼此之间可能就是相敌对的阶级敌人，是革命和被

革命的关系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。这种革命的阶

级的关系实在是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大异其趣的。然而，中

国的以阶级论为理论基础的革命，实际上是要把纵向人

们之间的血亲关系和血亲伦理从横向上切割。再另外地

在人们之间横向地形成一套阶级关系和阶级伦理，以此

来区分所谓的敌人和朋友，以利于革命的开展和成功。可

以说，在1949年之前，中共利用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一

个具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政党，并以它战胜了

相对涣散的国民党政权。而在1949年之后，这套阶级理

论在其取得政权之后，便有机会推广到各个领域当中去

了。文学艺术界自然也是不能例外的，当然，本身就负担有

传播这些理念的样板戏也责无旁贷，编剧在亲情伦理和阶

级斗争之间的取舍也是<红灯记>改编中颇堪玩味之处。

<红灯记>中三个人物三个姓氏，他们没有亲缘关系，

他们组合在一起起始于一场被镇压了的罢工，在罢工中

李铁梅的父亲死去，李铁梅成为了孤儿，李玉和是李铁梅

父亲的师弟，他和他的师母李奶奶抚养李铁梅长大，这十

七年的艰辛不可谓不多。然而剧中在李奶奶的口中是用

几句话带过的：

“闹工潮你爹娘惨死在魔掌。

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。

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，

擦干了血迹。埋葬了尸体，又上战场。

⋯⋯，，@

这是改定之后，以样板戏面目出现的唱词，从中已经

无法看出丝毫的亲情，孤儿抚养的艰辛也完全没有，有的

只剩下了所谓的革命工作。这里的革命的伦理已经完全

超越甚至是排斥了家庭亲情骨肉的伦理。事实上在沪剧

版本中，很清楚地交代了李铁梅父母牺牲的结果与缘由，

李奶奶的这一段的唱词中还存有这些人性的温情，在一

九六四年版本里这些已经大为缩减，但是也没有完全消

失：

“为革命你的父亲惨死，

为革命我丈夫壮烈牺牲。

为革命三代人紧联在一起，

是红灯使我们三姓成了一家人。

⋯⋯’’@

在这其中虽说事事也都是“为革命”，可是为革命却

还有其实质性的内容在其中，不似后来样板戏本中的那

样抽象和空洞地去呼喊一个革命的口号。事实上，在这个

亲情伦理“精简”的过程中，一九六四年的京剧版本起到

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：

“闹工潮你爹娘惨死在魔掌，

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。

他誓死。继先烈，红灯再亮，

擦干了血迹，埋葬了尸体，又上战场。

⋯⋯’，@

这一段唱词里的“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”到样板戏

版本中成了“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”，“东躲西藏”反映

的是抚养孤儿的辛苦，“东奔西忙”反映的则是革命工作

的繁忙，其中只有两个字的差异，可是最后一丝涉及到骨

肉亲情的内容也被删去了，这样，这个家庭就完全是以阶

级之情联系在一起了，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“无产阶级革

命家庭”了。

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革命家庭这一方面来看待这里

的骨肉伦理和阶级伦理的话，似乎还不够有说服力，在

<刑场斗争>一场中，鸠山对李奶奶李玉和的威逼使用的

就是骨肉情，而他们回击鸠山的则是阶级情。这时候，骨

肉情和阶级情所代表的是两种截然相对立的政治立场，

骨肉亲情被认为是鸠山以此来使李奶奶、李铁梅屈服的

工具，并试图以之来使李玉和回心转意，交出密电码。骨

肉情这时候就成为了“反动阶级”腐蚀无产阶级的工具

了，讲骨肉情在这里就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了，在

1960年代的中国，这样最终意味着什么，应该是每个人

都会知道的。当然，在这一场中，李玉和对李铁梅的告诫

则是与鸠山所利用的骨肉情针锋相对：“人道世间只有骨

肉的情义重，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。”@在这里，已

经明明白白地向观众昭示了骨肉亲情和阶级情是不能统

一的，骨肉亲情，是要被阶级情所克服的，两者之间不容

有可商量的余地。当时的评论者们对此也是加以认可的：

“这实质上是宣扬无产阶级感情、革命感情呢，还是宣扬

资产阶级的所谓资产阶级的‘人情昧’?这并不是什么艺

术处理手法上的不同，而是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艺术

观。”圆到这里，<红灯记>里的家庭和骨肉亲情这两个方面

都被抽离出去，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那些当时演技一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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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京剧演员们用精湛的演技将这些理念在表演的时候向

观众传播开去。

四

l 967年第6期的<红旗>杂志发表社论<欢呼京剧革

命的伟大胜利>：“京剧革命，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

革命的进军号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。这

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是毛主席<在延安文艺座谈会

上的讲话>的伟大胜利!”社论还说道：“戏剧阵地，是文艺

战线上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十分重要的阵地lll@作

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，<红旗>杂志的这篇社论

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它也在实质上点出了京剧革命和随

之而产生的样板戏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，说明了在

“京剧革命”和样板戏中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理念是与当

时的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那些阶级和斗争的

学说在文革之前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入到人们的头

脑里，后来，那些京剧革命的“成果”，例如(红灯记>被进

一步的改编，树立为阶级斗争的“样板”也是顺理成章的

事情了。王元化先生也认为：“这些未经劫夺篡改的革命

现代戏不仅不能摆脱当时极左思潮的浸染，而且大抵是

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。”他还认为，到

-l样tE戏阶段“样板戏散布的斗争哲学有利于造成一种

满眼敌情的严峻气氛，从而和‘文化大革命’的要求是一

致的。”囝这些对我们现在一些热衷于鼓吹样板戏可以脱

离时代和当时意识形态的论调来说是一针清醒剂。而通

过对(红灯记>修改／jⅡ-r过程的考察，也更有助于澄清事

实，还样板戏以本来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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